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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洋控制是国家扩大战略利益、获取空间的重要途径。二战

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催生的密集航运网络遍布全球,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塑造

着世界海洋安全秩序。相较于战争时期由军事需求主导的海洋防务战略安

排,和平时期各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海洋安全秩序的背景下制

定本国海洋防务战略是本文关注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

海军优先级表征指标,基于1950—2011年世界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军军力

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全球海洋防务优先级总体呈现“西降东

升”的发展态势;普通商品贸易联系在“贸易和平论”预期下降低了海军优先

级,能源贸易联系则基于现实主义逻辑导致海军优先级提升。随着时间推

移,海洋空间所受到的自由主义影响逐步减弱,而现实主义色彩不断增强。

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欧洲和亚洲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对美国的依

附性最强,但该关系与区域地缘环境相关:亲美国家在区域地缘环境稳定

时,会采取对美国“搭便车”或“战略跟随”的海洋防务策略;当区域地缘环境

恶化时,则会降低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依附性,通过“自力更生”或“责任

分担/风险对冲”策略来提升本国海洋防务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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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赖,也对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国际秩序

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能够极大限度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

综合性空间,海洋牵动着相隔万里的国家间的关系和互动行为,影响了国际

秩序的演变与霸权国的崛起。① 从17世纪英国海军强国和霸主地位的确

立,到19世纪后期以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朱利安·

科贝特(Julian
 

Corbett)为代表的海权战略的兴起②,再到20世纪美国全球

实力地位的奠定,海洋的力量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与陆军、空军等直接面

向本土防卫需求的军事能力建设不同,海军力量面向全球公共空间。伴随

着现代化海军兵力投射能力的提升和海基导弹等武器系统的远程精确化,

海洋极大地拓展了国家的战略纵深,扩大了传统地缘政治的互动空间③,其

所联结的海外盟国、关键通道和重要贸易航线等广泛全球利益关系导致其

战略属性不断强化④。在和平时期,海军可以以非直接冲突方式发挥长时效

战略战术威慑和封锁功能,通过自由航行和军事演习增强地区存在,传递政

治意图,制造“隐性”博弈。詹姆斯·内森(James
 

Nathan)认为,海洋防务战

略并非一项单纯的军事战略,而是“伪装成军事战略的政治战略”。⑤ 这也使

①

②

③

④

⑤

杨震:《后冷战时代海权的发展演进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
期,第100—116页。

A.T.马汉著、
 

安常容等译: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解放军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页;朱利安·S.科贝特著、仇昊译:
 

《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
 

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2年版,
 

第69页。
方堃:《战略地缘与中国海军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

4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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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海洋防务战略分析需要构建一套超越传统战争和军事因素的更为系统的

分析框架。
 

二战结束后,全球总体进入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加

速形成对海洋空间的功能和价值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商品重量和商品贸易

额计算的海运贸易量分别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和70%以上①,传统的海

洋防务安全战略扩展了包括贸易、金融、资源、信息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内

容,海洋安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海上霸主地位愈加稳

固,美国依赖于其全球盟友体系和由盟友提供的海外军事活动物理支撑,享

有独一无二的军事打击和兵力投送能力,并维护着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下的

全球海洋安全秩序。② 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正深刻改变

着海洋空间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安全风险与地缘关系,并进一步影响了国

家海洋防务战略制定。因此,本文梳理了经济全球化和美国海洋秩序主导

影响国家海洋防务战略决策的逻辑假设,创新性地构建了海军优先级指标

来对国家海洋防务战略进行抽象表征,并基于二战后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

的海军军力数据,通过实证方法对海洋防务战略的制定逻辑进行经验检验。

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世界海洋防务战略发展态势,对我国科学研判国

际海洋安全环境和制定中长期海洋防务发展规划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

三部分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影响国家海洋防务战

略制定的内在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第四部分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海洋防务战略的演化情况;第五部分设计了海洋防务战略实证分析模型,并

明确变量和数据来源;第六部分重点检验了样本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

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制定海洋防务战略的决策逻辑;第七部分是

对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①

②

由于2020年和2021年全球贸易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数据相较往年

有较大偏差,因此在此处汇报2019年数据。相关数据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

库整理而得,https://unctad.org/webflyer/review-maritime-transport-2020#tab-2,访问

时间:2022年3月20日。
胡波:《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

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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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海洋防务战略是指通过建设发展和调配使用海洋防务力量,执行兵力

投射、海洋控制、海军存在和战略威慑等相关任务以达到国家既定目标的全

局性策略。① 海洋防务战略受到国家利益、地理位置、战略思维、战争目标、

技术水平、国防预算、海军发展历史、行政立法动态、资源竞争、公众舆论等

诸多因素的塑造和影响。② 梳理现有针对海洋防务战略的研究,其中最关键

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其一是与国家地理地缘、扩张野心和海洋控制

相关的国家大战略(grand
 

strategies)因素,主要存在于海权、地缘战略和殖

民历史研究中;其二是与特定战争对手、战事目标和作战场景相关的军事因

素,主要存在于战争和战争史研究中。

自大航海时代起,欧洲列强的核心利益就与海权和海军舰队密不可分。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西方国家的殖民进程

也随之开启。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欧洲列强为适应工业资本主义

发展的需要加大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由于与海外殖民地距离遥远,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海军是能够有效克服远距离交通运输、战略指挥和后勤保障

等困难的唯一力量。③ 作为对外殖民扩张典型代表的英国,其国家战略主张

便是“以海军保证大英帝国通向最遥远角落的航道畅通无阻”④。在法国七

月革命后,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将殖民扩张定为政策核心,把发展

海上力量和争夺海外殖民地作为法国国防建设的重要方针。⑤ 德国在奥

①

②

③

④

⑤

Krause
 

Joachim
 

and
 

Sebastian
 

Brun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Naval
 

Strategy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6,
 

p.3.
Stansfield

 

Turner,
 

“Missions
 

of
 

the
 

U.S.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March-April,
 

1974,
 

pp.2-17.
张景全:《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及海军战略(19~20世纪中叶)》,载《东北亚论

坛》,2007年第1期,第115—119页。
丛培影、黄日涵:《维也纳体系对国际合作的启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第79—85页。
胡德坤、李想:《黎塞留的海权思想与法国近代海权的形成》,载《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1期,第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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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时期将贸易和殖民地相关的海权诉求作

为战略发展重点,并在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时期建立了仅次于英国的

世界第二大舰队。① 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为了掠夺国际市场和对外殖

民扩张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并借助海军力量先后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

等东非和地中海国家。② 从这一角度来看,殖民政策的另一个代称即炮舰政

策。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崛起,海外贸易、海外资源和海外殖民带来的巨额海外

利益刺激了壮大海军的动机。欧美列强通常以海军为主要手段,通过夺取关

键枢纽、占领储煤站、建立海军基地、控制重要航道、以海军舰队威胁或击溃对

手等方式进行战略展开。③ 因而,在二战前的历史中,具有全球野心和殖民企

图的国家均需要成为海军强国,海洋防务力量与贸易、航运、海外殖民地和海

外属地密切联系,对财富与资源的索取驱动着该时期大国的海上力量建设。

另外,战争和战争史研究对海军这一军事力量也有较多探讨,这一类研

究通常将海洋防务战略与具体的战略威胁、战争对手和战事目标密切相联。

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德海军竞赛便是源于双方对彼此战略威胁的负面

预期。为了避免广泛的海上利益为英国所掌控,德国依靠其强大的陆权力

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德国海军的强势发展削弱了英国大型水

面舰队战力,并直接挑战了英国“维持绝对优势海军”的基本安全原则,两国

最终在对彼此海权扩张的预期下陷入海军竞赛的“修昔底德陷阱”。④ 在冷

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海洋防务战略制定也是对彼此军事安全威胁的最直

接反应。二战结束后,轴心国的海军力量被摧毁,作为大陆国家的苏联在海

洋方面的利益和能力有限。⑤ 美国在缺乏海上威胁的情况下,基于全新的国

①

②

③

④

⑤

刘新华:《德国海权思想、历史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

究》,2016年第3期,第108—123页。
赵国栋:《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曾经在地中海叱咤风云,如今它期

望再塑辉煌
 

意大利海军的战后发展》,载《国际展望》,2004年第20期,第38—45页。
张景全:《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及海军战略(19~20世纪中叶)》,载《东北亚论

坛》,2007年第1期,第115—119页。
秦立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权战略与英德冲突的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20年第11期,第4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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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现实重新调整国防资源配置,这使其海军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

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① 此时,苏联基于对美国海上威胁和自身能力短板的

感知确立了“均衡海军”的战略思路,苏联海军在谢尔盖·戈尔什科夫

(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的带领下快速发展壮大。② 至20世纪80年

代初,苏联建立了数量庞大的舰船方阵和海军“堡垒”(Bastions)体系,为弹

道导弹潜艇提供战斗稳定性和核打击力量。③ 这种海基战略核打击能力影

响了东西方海上力量平衡,使美国开始重新定义海军在国家大战略和国防

中的角色。④ 由此,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海军部长雷曼(John
 

Francis
 

Lehman)

提出了目标为“600艘军舰”的海洋战略,美国海军力量也在此后几年内达到

巅峰。⑤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海军再次失去战略威胁和竞争对手。虽

然之后美国面临来自基地组织(Al-Qaeda)的安全挑战,但由于基地组织流

动性强、占地面积小且保密度高,海军能力施加极为有限⑥,直到2010年前

后随着中国崛起,美国防务战略才又一次“重返制海”⑦。作为国家国防力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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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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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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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渲染中国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并认为这是美国的海上优势在冷战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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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4-5,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

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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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构成,海军的根本目的是应对海洋相关的军事威胁挑战,因此,对战

争对手、战争态势和安全风险因素的感知直接催化国家海洋防务战略的制

定演变。

二战结束后,全球虽偶有局部战争发生,但总体进入和平发展阶段。谢

尔盖·戈尔什科夫认为,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和

平时期职能与战时有显著差异,更多在于展示本国军事力量,也有学者将这

种功能的转变概括为从“实际作战”到“单纯存在”。① 许多学者质疑这一观

点:在投入大量资源仅仅用以打击非国家和非对称行为体的情况下,国家是

否还需要对海军保持高度关注?② 此外,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经

济发展依赖于海洋安全和海上合作,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正成为普遍性

共识,各国对发生海上直接冲突的预期已经大大降低。③ 虽然海军力量对于

霸权国而言仍是一种可用于支持或反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维护本国在世界

范围内国家利益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④,但其他同样拥有海军的大多数国家

对于和平时期本国海上安全利益的认知,及其海洋防务策略的决策过程,均

值得进一步探究。目前,学界已有针对国家个案的大量分析研究,但各案例

更聚焦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相关结论只适用于特定的环境和条件,难以

推及得出一般性结论。因此,本文试图在海洋防务战略问题上建立一个系

统性分析框架,对全球国家的普遍性逻辑进行提炼。在当今全球海上联系

增强、美国构建的海洋安全秩序仍占主导、全球海上军事冲突风险降低以及

各国海军“单纯存在”属性增强的背景下,本文将试图剖析国家海洋防务战

略制定的内在逻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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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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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pp.
342-371.

谢·格·戈尔什科夫著、济司二部译:《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出版社1977
版,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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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论与假设

(一)
 

海军优先

  从“控制海洋”到“由海制陆”,海军优先(navy
 

priority)是海权思想下国

家战略的方向性思路,具体表现为在国防建设中对海军力量发展的倾向

性。① 但需要注意到,这种海军优先策略并非一种普遍性共识。约翰·米尔

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海军优先以缩减陆军和空军部署为代

价,但海军在近代战争史中没有发挥突出作用,如德国的1914年“施里芬计

划”与1939年攻法决定并未受其进攻对象及其盟国海上优势的实质牵制。②

意大利著名将军、军事理论家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在其著作《制空

权》中系统阐述了通过控制空域决胜战场的思想。③ 此外,二战经验与原子

弹的研制则进一步体现了空军战略轰炸的价值。④ 可以看出,各军种在国家

国防能力建设中的优先次序是国家国防战略的直观表现,并且与国家安全

防卫思路和国家大战略息息相关。为了把握海洋防务战略意图,厘清海军

在整体国防能力建设中的地位,本文将基于海军优先概念⑤,通过构建各要

素对海军优先级影响的逻辑分析过程,将海洋防务问题的量化研究由军事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定期发布的海洋防务报告《海洋战略》(Maritime
 

Strategy)首页即写道:“美
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依赖于海洋。”美国《海洋战略》由美国海军、海军

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三大海洋防务力量联合制定,最近的三版海洋《海洋战略》分别在

2007年、2015年和2020年发布,该报告详细说明了美国在未来几年应对全球海洋安全

挑战的重要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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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层面深入到军事战略层面。

(二)
 

经济全球化与海军优先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水平

快速提升,精细化国际分工和多元化消费偏好极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从自由主义视角出发,“贸易和平论”认为全球经济联系加剧了国家对冲突

造成的潜在收入损失的担忧,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可能

性。① 作为全球经贸活动的重要空间介质,海洋空间的和平稳定对任何深度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而言均极为重要。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经济全球

化促进海洋和平的途径主要有两类:(1)引发海洋冲突的国家需要在通过冲

突获得的政治、外交和战略利益与冲突带来的经济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国家

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高,引发海洋冲突的机会成本越大,则国家越不倾向于

引发海洋冲突。(2)海洋作为公共空间,一旦发生冲突将波及贸易路线节点

的所有相关国家,造成他国经济利益损失,而他国可能采取经济手段对冲突

发起方进行反制。因此,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挑起海上冲突损害他国

利益所可能受到的经济反制将越严重,这种经济威慑将降低国家对引发海

洋冲突的综合效用预期。

然而,现实主义观点认为,贸易依附国为保持自主性需要以军事手段消

除依赖带来的风险。② 特别是战略物资过分依赖进口的国家,将有更强动机

通过发动战争来确保物资的供应,或直接通过掠夺的方式获取物资。科

林·格雷(Colin
 

Gray)认为,发展权本质上是由赋予全球进入权的海权构成

的,对发展权的追求必然导致对海权的进一步伸张,这难免以冲突为代价。③

2015年美国海洋战略指出,全球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海上战略十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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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路口商业自由流动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提高。① 从现实主义逻辑视角来看,

确保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考察战

略物资贸易对海洋安全防务战略的影响。能源作为具备安全属性的特殊大

宗贸易商品类型,对海洋运输依赖度极高,极能体现现实主义对外部依赖性

的负面预期。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能源关乎社会民生和经济发

展,因此国家需要维持能源供应的充足、持续和长期稳定。原油、原煤、液化

天然气等大宗能源产品在现阶段的主要运输方式依然是海运,随着国家能

源外部依赖性的提高,其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也随之增加,这对保障海上安全

的基础防务力量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综合来看,作为全球贸易活动顺利开展的空间基础,海洋的重要性在经

济全球化推进下不断增强。为了更为细致地考量经贸活动的影响,本文将

其分为两类,其一是基于经济效用和多元化消费偏好的普通商品贸易,其二

是由于国内供给短缺所必需的能源进口贸易。本文认为,普通商品的全球

贸易活动为海洋安全环境提供了天然的稳定因素,从而降低了对海上防务

能力的关注。对于能源等战略资源贸易活动,现实主义观点提供了更合理

的解读,国家需要提升本国海洋防务等级以应对可能存在的能源安全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
 

由于普通商品贸易提高了国家对海洋安全程度的预期,海军优

先级将因此下降。

假设2:
 

由于能源贸易降低了国家对海洋安全程度的预期,海军优先级

将因此提升。

(三)
 

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与海军优先

自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海洋安全秩序逐渐打上鲜明的美国霸权烙

印,其核心是美国及其全球同盟体系与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军事、安全规则,

① U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Forward,
  

Engaged,
  

Ready,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28  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

并主要体现出美国的利益和海洋价值观念。① 由于海洋权力争夺发生的空

间尺度范围极广,通常需要盟友伙伴配合行动以提供海外军事活动和前沿

部署所必需的物理支撑。② 詹姆斯·沃特金斯(James
 

Watkins)认为,海军

发挥的效力取决于盟友间的联结水平和凝聚力,盟友合作是海上战略的先

决条件,海军需要“联合应对”而非“单打独斗”。③ 然而,体现美国利益和海

洋价值观念的海洋秩序本质上并不能完全符合他国期望。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北约内部的海洋事务一直缺乏全面的参与④,各国防务安全优先项

差异导致目标难以统一。随着北约东扩,欧洲海洋防务重心由大西洋向地

中海、黑海和波罗的海转移⑤,而美国则开始聚焦“亚太再平衡”。其2015年

和2020年的海洋战略都着重强调中国带来的海上挑战,而北约盟友在波罗的

海所面临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均未被提及。詹姆斯·内森(James
 

Nathan)认

为,盟友实施共同的海洋战略具有极大难度,首先是海洋战略很难被充分描述

和理解,其次是海洋防务前沿部署会导致高昂的预算开支,各国无法保证以充

足的财力支持非本国核心利益事项。⑥ 在财政不确定性增强和紧缩持续的背

景下,美国也在谨慎安排海上行动的先后次序,并进行严格的风险管控。⑦

正因如此,巴兹尔·热尔蒙(Basil
 

Germond)认为,联盟化的海军力量根本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波:《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

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第4—33页。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SCSPI)统计,在2007年到2020年,美国派遣军舰并邀

约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海进行所谓“自由航行”的次数高达1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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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单个国家“结构性的一体化”海军力量相比,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能组成

一支完整的海军,成员国往往难以协调和避免低效率的重复建设,因此“联盟

海军力量”只是一个统计性的数据总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能力问题。①

因此,当今的海洋安全秩序具有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全球盟友体系为

支撑的霸权特征,但美国各盟友和伙伴国仍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与美国海

洋防务战略进行协调。根据均势理论,国家会选择加入弱势一方,以确保没

有一个国家或者同盟获得领导性地位,而在现实世界中,“追随强者”现象往

往更加普遍②,例如通过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海洋秩序来换取稳定的海上安

全利益。然而,这些国家的海上战略利益并非总是与美国保持协调,在美国

自身军事战略重心以及海上战略转变过程中,关系亲近国基于自身战略“成

本—收益”计算,
 

对既有的追随关系做出调整③,并将笼统的均势与“追随强

者”策略细化为更加复杂的决策空间④。具体见表1。

当美国提升海洋防务优先级时,其关系亲近国家将面临两种选择。若

这些国家降低自身海军优先级,可以被认为是“搭便车”策略,即通过依附大

国防务安排而减少自身投入,以较少成本实现自身利益或企图。⑤ 目前同盟

中的“搭便车”现象在多类研究中被证实,特别是在经济周期下行、财政支出

收紧的情况下,
 

“搭便车”更易发生。⑥ 若其关系亲近国家同样提升海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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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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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级,这可以被视为是“责任分担”策略,以主动承担联盟防御责任的形式共

同维护联盟集体利益。① 这也可被视为一种“风险对冲”策略,意味着以一种

相对平衡的对外战略来确保在安全、经济等重要领域避免对大国的过度

依赖。②

当美国海军优先级降低时,关系亲近国在海军优先级上同样面临两种

选择。若这些国家海军优先级随之降低,则其采取的是“战略跟随”策略。③

这种策略是指该国在现状和目标上与美国形成默契后的追随,由于庞大的

造舰项目通常会给国家带来巨额财政负担,国家为谨慎地应对不确定性,将

对非核心利益降低关注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收缩。若关系亲近国海军

优先级提升,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力更生”策略。这些国家在注意到美国

战略优势降低后,由于质疑美国维持有效地区存在和维护联盟集体安全利

益的能力,因而选择以自助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

假设3a、3b、3c、3d:

假设3a:
 

若美国海军优先级提升,基于“责任分担/风险对冲”策略的选

择,关系亲近国海军优先级随之提升。

假设3b:
 

若美国海军优先级提升,基于“搭便车”策略的选择,关系亲近

国海军优先级随之降低。

假设3c:
 

若美国海军优先级降低,基于“自力更生”策略的选择,关系亲

近国海军优先级随之提升。

假设3d:
 

若美国海军优先级降低,基于“战略跟随”策略的选择,关系亲

近国海军优先级随之降低。

①

②

③

张锡镇:《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新进展》,载《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3期,
第2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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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国主导下的海洋防务战略选择矩阵

美国海军优先级提升 美国海军优先级降低

关系亲近国海军

优先级提升

“责任分担/风险对冲”策略:为
抵抗风险和过度依附而采取主

动行动

“自力更生”策略:对大国能力

存疑而采取自助方式

关系亲近国海军

优先级降低

“搭便车”策略:通过依附大国防

务安排而减少自身防务投入

“战略跟随”策略:针对非核心

利益的共识选择

四、
 

海洋防务战略的测量与演化分析

(一)
 

海军优先级指标说明

  海军优先级指标基于海军军力数据展开计算。通常认为,舰船吨位与

舰船具有的军事战斗能力密切相关,吨位大的舰船可以配备更先进的主炮、

装甲和动力系统。① 随着现代化战场中其他军种具备的制海能力不断提升,

海陆空一体化作战趋势明显,但由于数据获取和界定划分的局限性,海军舰

船吨位仍然是目前能够使用的描述海洋防务力量最恰当和最具说明力的指

标。② 虽然海军军力指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国海洋军事力量的相对

实力,但无法反映海军作为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国防事务发展全局中的重要

性和侧重程度,即海军优先级。海上军力强劲的国家可能在国防战略中逐

步弱化其海军地位,而海军实力微弱的国家也可能在谋求海军能力的迅速

提升,这都会对未来世界海洋防务安全格局和海上力量博弈产生深远影响,

①

②

Jonathan
 

N.Markowitz
 

and
 

Christopher
 

J.Fariss,
  

“Power,
  

Proximity,
  

and
 

Democrac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5,
 

No.1,
 

2018,
 

pp.78-93.
数据来自Brian

 

Crisher
 

2015年论文“Power
 

at
 

Sea:
 

A
 

Naval
 

Power
 

Dataset,
 

1865—2011”中的海军军力数据,哈佛大学社会科学数据库 V1版,https://dataverse.
harvard.edu/dataset.xhtml? 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9086,访问时间:2022年

3月20日。
 

相较于以往研究中使用的地区大国海军数据和少数国家海军军备竞赛数据,

Crisher海军军力数据集将样本中的国家数量和时间跨度进行了极大扩展,汇总了包括

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攻击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在内的舰艇类型和吨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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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优先性视角下的分析将更有助于从长期视角预判未来世界海洋军事空

间格局的发展态势。

因此,本文在海军军力指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了海军优先级,以捕

捉各国在国防建设过程中对海军能力发展的重视程度。海军优先级基于区

位熵的构建思路进行设计,其计算方式为比率之比,以反映某一要素在包含

该要素的特定对象中的主导程度,通常应用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分析中。

海军优先级计算表达式为式(1):

NPi,t=
Navy_tonni,t

Navy_tonnw,t

Mil_exi,t

Mil_exw,t
(1)

式(1)中,Navy_tonni,t 为i国在t年的海军舰船吨位,Navy_tonnw,t 为t年

世界海军舰船吨位总数,这两者比值代表该国海军军力优势水平;Mil_exi,t

为i国t年的国防支出,Mil_exw,t 为t年世界国防支出总数①,这两者比值

代表该国总体国防优势水平。当i国海军舰船吨位占世界海军舰船总吨位

的比重超过其国防支出在世界国防总支出的占比时,即 NAi,t>1,这表示i
国海军军力优势超过了该国各军种总体优势水平,即海军在i国国防事务中

具有优先发展地位;当i国海军舰船吨位在世界海军舰船总吨位中的占比低

于其国防支出在世界国防总支出的占比时,即 NAi,t<1,这表示i国海军在

该国国防事务中处于滞后位置。

(二)
 

主要国家的海洋防务战略的演化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海战逐渐偃旗息鼓,海战数量和规模相较之

前显著降低,海洋环境总体相对和平。本文以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作为研

究样本起始点,考虑到海军军力数据集的年份限制,样本截止至2011年。

图1列示了1950—2011年世界主要欧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海军优先

级变化态势,其中前四个国家依次为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该四国在2011
年海军舰船吨位总量位居美洲和欧洲前四,后四个国家为亚洲地区排名前四

的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图1中虚线为海军优先级

①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访
问时间:202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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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海军优先级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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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1的基准值。当散点位于虚线以上时,说明海军在国防发展战略中处于

优先发展地位;当散点位于虚线以下时,说明海军处于被弱化的状态。

欧美国家中,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优先级均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

势,但美国和英国的海军优先级在大部分时期位于虚线基准值以上,海军建

设在两国国防事务中长期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美国海军的发展主要得益于

19世纪晚期军事战略视角由大陆战略向海洋战略的转移。20世纪70年代

末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呈现战略回调,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按照“600
艘舰艇”计划开始与苏联进行海军竞赛,海军优先级呈现小幅度提升。但进

入21世纪后,美国海军优先级逐步回落至1左右水平,2021年美国国防预

算草案中海军造舰军费进一步缩减。① 随着部分老旧舰船即将退役,预估未

来美国海军舰队规模将会继续缩小,无法达成2019年制定的“355海军规

模”计划。② 英国海军优先级整体回落态势明显,二战中遭遇重创的英国于

战后无力维持耗资庞大的舰队,至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海军优先级指标已

降至1以下。虽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壮大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舰队,并

部署“机敏”级核攻击潜艇以减缓其海军力量的持续性衰落,但其海军优势

持续弱化的态势将难以扭转。法国海军在国防事务中的重要性较低,海军优

先级在样本期内总体低于1。与英国相似,法国在两栖舰艇和航空母舰上都保

留了独立的军力投射能力,并以高昂的代价继续进行大规模和定期的全球部

署,但预算削减和军队结构调整带来的海洋防务战略收缩仍无法避免。③

俄罗斯海军长期处于非优先的发展地位,优先级数值在20世纪50年代

始终低于1,直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海军优先级开始稳定上升。苏联

解体后,受其他军种军费开支影响,俄罗斯海军优先级出现剧烈波动。目

前,俄罗斯国防预算优先事项仍聚焦于核力量与空中、地面常规部队④,但其

①

②

③

④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Budget-Materials/

Budget2021/.
美国 国 会 预 算 办 公 室,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19-10/55685-

CBO-Navys-FY20-shipbuilding-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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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战略地位相较以往仍有大幅度提升。

在亚洲地区,中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的海军优先级呈现波动中上

升的趋势。通过与基准虚线的比对可以看出,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在面向国

土安全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国家海洋空间获取的关注度极

为有限,海军优先级长期处于远小于1的状态①,直至2005年后上升至1以

上。当前,中国海军正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努力建设

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日本海军在二战后得益于战前工业基础和舰船技

术所积累的海军优势,对海上防务力量建设给予高度关注。至20世纪80年

代晚期经济大萧条起,日本海军优先级转为波动下降。进入21世纪后,日本

对海军的发展侧重呈现陡峭反弹,远超历史水平,这与其试图突破和平宪

法,扩大海上自卫队活动范围与攻击能力的政策方向基本一致。印度独立

后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海权思想,秉承由“近海防御”“区域控制”到

“远洋延伸”的战略路径,已基本形成以“印度洋控制战略”为核心的完整的

海军战略体系。样本期间内,印度海军优先级稳步提升,预计未来对海军力

量建设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台湾地区最早明确了海军优先战略,其

海军优先级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接近3。中国台湾地区海军早期的发展

目标以制海为主并力求控制台湾岛周围海域,随着中美建交和陆台军事实

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台湾地区的局部制海战略有所转变,但海军作为其最重

要作战军种,海军优先级始终保持在亚洲最高水平。

五、
 

海洋防务战略制定逻辑的实证分析

(一)
 

样本说明

  为考察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制定海洋防务

战略的逻辑,本部分将基于国家海军优先级数据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

行验证。本文在考虑到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等变量数据可获得性的情况

① 1986年至1993年中国恢复汇率双轨制导致国内军费开支和世界军费开支比计

算存在异常值,导致其间海军优先级指标出现不连续的大幅度跃迁,因此其间指标数值

可参考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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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样本期设定为1950—2011年。在样本国家的选取上,研究依据国家的

海军综合实力,选取全球具备基本海上能力的62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分析。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海军优先级,公式(1)列明了该指标的具体计算方式。通

过该优先级指标可以明确获知各国在国防战略安排中对海洋防务的侧重程

度及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相关意图。

2.
 

核心解释变量

(1)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因素从普通商品贸易和能源贸易两个维度

考察国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普通商品贸易指标的计算方式为对外贸

易总额减能源进出口的差值(百万美元)的对数值,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

发展会议数据库。① 能源贸易指标使用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

进口量占消耗量比值的对数值获取,各能源类型均换算为石油当量进行加

总,能源数据来自世界银行。②

(2)
 

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该指标主要用于刻画在美国主导的海洋

安全秩序下各国的海洋防务策略选择,使用交乘项affinity×NPUSA 表征,

其中affinity 为关系亲近度指标,NPusa 为美国海军优先级,该交乘项反映

了美国海军优先级在国家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下对他国海军战略施加的影

响,随着与美国亲近度的增强,其受到的来自美国海军战略的影响越大。关

于国家间亲近度指标,目前已有实证研究通过缔结同盟关系情况③、联合国

①

②

③

“Trade
 

Value
 

Data,”
 

http://unctadstat.unctad.org,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0日。
“Energy

 

import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IMP.CONS.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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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9,
 

No.7,
 

2018,
 

pp.731-
747;Edward

 

Hunter
 

Christi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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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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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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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urgent
 

Russia,”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30,
 

No.1,
 

2019,
 

pp.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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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投票结果①以及高层会晤情况②进行测度,但是这三类测度方法都存在

局限性。就缔结同盟关系而言,世界目前已有的正式同盟关系数量少,无法

覆盖大量实质关系友好但不存在正式盟约的国家关系,且在该度量方法下

处于同一同盟的任意国家间关系均被视为同质,这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以高层会晤作为政治关系代理变量则混淆了因关系友好而开展的出访和因

相关争议未能达成共识而进行的频繁磋商。③ 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果数据通

过对两国在赞同、反对和弃权三种投票结果中选择的一致性来反映两国关

系,然而在有限选项下,国家对同一立场的选择无法充分证明两国政治关系

的友好。由于以上方式存在局限性,基于武器贸易的测度指标为双边政治

关系界定提供了一种新思路④:武器作为特殊类商品对内提升了国家的安全

和防卫能力,对外提高了国家的攻击和威胁能力,从特定国家进口武器数量

越多,则意味着对其安全依赖性越强,因此进行高额武器贸易的双边国家的

关系一定是非敌对且友好的。在此思路基础上,本文使用进口自不同大国

的武器占比差额对国家的政治倾向性进行划分。计算公式为式(2):

affinityi,t=TIVi,USA,t-(TIVi,China,t+TIVi,Russia,t) (2)

式(2)中,affinityi,t 为国家政治倾向性指标,TIV 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计算的武器贸易趋势指标⑤,TIVi,USA,t 表示i国自美国进口的武器

贸易量,TIVi,China,t 和TIVi,Russia,t 分别表示自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的武器贸易

①

②

③

④

⑤

Erik
 

Voeten,
  

“Data
 

and
 

Analyses
 

of
 

Vot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3,
 

pp.80-92.
孙忆、孙宇辰:《自由贸易协定能提升国家间亲密度吗? ———基于中国周边FTA

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129—154页。
以中美为例,2021年1月至10月,中美之间有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美

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视频通话、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瑞士会晤等诸多高层会晤,该数量远高于中国与一些关

系亲近国家的高层往来,但中美两国关系显然无法基于此而被认为是政治盟友。

Yang
 

Xiaoxin
 

and
 

Chen
 

Bo,
  

“Defense
 

Burden
 

and
 

the
 

Effect
 

of
 

Others:
  

From
 

Neighbors
 

to
 

Allie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32,
 

No.8,
 

2021,
 

pp.927-
940.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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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进行政治倾向测度时将俄罗斯和中国合并考量,该变量可以看作与美

国关系不受与中俄关系影响的净值。式中,affinityi 值越大与美国的关系

越亲近,affinityi 值越小与美国的关系越疏远。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从经济实力、工业能力、政治制度、军事冲突、海岸线特征

五个维度归纳了其他可能影响海军发展战略的干扰因素。其中经济实力、

政治制度和军事冲突情况控制变量在已有的关于军事能力、国防开支和国

防负担的实证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工业能力和海岸线特征则是针对海军能

力建设和活动场景选择的控制变量。各控制变量的详细说明如下。

经济实力是国家硬实力的基本体现,使用国家GDP占全球GDP的比

重表征,并基于EKS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该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咨商

局。① 工业能力使用钢铁产量(千吨)的对数值衡量,钢铁工业对国家的国防

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发挥巨大的支撑与推动作用,是维持强大国防工业基础

的关键所在。钢铁工业的原料端依赖稳定的远洋航线以实现铁矿石等大宗

原材料的海洋运输,钢铁工业集成端则直接影响国防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造

船业的工业水平②,与海军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结关系。该数据来自COW 数

据库中的国家物质能力数据子集。③ 政治制度使用“Polity
 

IV”数据库的政

体评分衡量,该数据为离散变量,数据范围为[-10,10],分数越高越符合西

方式选举民主的要求。④ 该控制变量用于控制政治制度对国家军事和战争

行为选择的影响。军事因素使用国家军事冲突等级数据进行表征,数据来

源于COW数据库中的国家军事冲突事件数据子集⑤,取值1到5分别代表

①

②

③

④

⑤

“Total
 

Economy
 

Database,”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productivity.
cfm,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由于样本起始年份较早,无法使用 World

 

Bank等常

用主流数据库。
杨合湘、赵阳华:《从需求看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规模》,载《宏观经济研究》,2004

年第3期,第34—37页。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6.0),”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
sets/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

 

“Polity
 

IV,
 

Country
 

Data,”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
htm,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

“MID
 

5.0
 

Data,”
 

https://correlatesofwar.org,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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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军事行动”“威胁使用武力”“军力展示”“使用武力”“战争”这五类程度递

增的军事冲突类型,i国家第t年的军事冲突水平通过该年各类冲突事件等

级加总获得。海岸线特征指标使用国家海岸线长度占国家(地区)面积比值

表征,海岸线作为国家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决定濒海国家的海防基础条

件,海岸线比值越高,潜在的海上安全威胁越大,预期海岸线占比更高的国

家将在国防战略安排中更重视海洋防务力量部署。相较于海陆度(海岸线

长度与大陆边界线的比值)指标,该计算方式可以有效规避部分国家由于不

存在大陆边界线导致数据失效的问题。海岸线数据来自美国中情局世界概

况数据库。①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海军优先级 3139 1.198
 

1.243
 

0
 

9.214
 

普通商品贸易 3235 9.644
 

2.124
 

3.075
 

15.137
 

能源贸易 2964 3.569
 

1.045
 

-4.101 4.609
 

关系亲近度 2843 0.386
 

0.426
 

-1 1
 

经济实力
 

3445 0.018
 

0.033
 

0 0.276
 

工业能力
 

3079 6.395
 

3.470
 

-1.26 13.112
 

政治制度 3324 2.550
 

7.593
 

-10 10
 

军事冲突 3445 2.114
 

3.981
 

0
 

97
 

海岸线特征 3445 21.486
 

40.278
 

0
 

286.294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三)
 

模型设计

本文设定下列计量模型式(3),其中trade和energy 分别为普通商品贸

易和能源贸易指标,affinity 为国家政治倾向指标,NPUSA 为美国海军优先

级,交乘项affinity×NPUSA 表示美国海军优先级在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下

对他国海军战略施加的影响,随着与美国关系亲近度增强,受美国海军战略

① “Country
 

Fact
 

Book,”
 

https://www.ciaworldfactbook.us,访问时间:2022年3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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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越大。X 代表除了核心解释变量外的其他控制变量,η是国别效应,ε
是误差项,下标i和t各代表国家和时间。

NP=β0+β1tradei,t+β2energyi,t+β3affinityi,t×NAUSA +β'Xi,t+

ηi+εi,t (3)

  为了对假设3a、3b、3c、3d进行检验,本文首先界定美国在样本期内海军

优先级的变化趋势。基于散点图观测,见图2(1),美国海军优先级在1980
年前后发生明显转折,选择1980年为断点后使用局部平滑性对断点的选择

进行有效性检验,回归结果的p 值为
 

0.808,不能拒绝不存在断点的假设,可

知局部平滑假设满足。使用断点两侧的1970年、1990年作为安慰剂断点,

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异于0,断点回归结果变为不显著,表明断点具有真实性,

图2(2)具体展示了这一安慰剂检验结果。因此,下一部分回归分析将对样

本进行分段,基于1950—1980年和1981—2011年两个时段进行分组回归。

图2 美国海军优先级趋势断点检验

六、
 

实证分析结果和检验

(一)
 

基准回归

  针对样本面板数据类型,本文利用 Hausman检验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估计。为了便于比较,表3第(1)(4)列给出了两个样本期的混合最小

二乘估计结果;表3第(2)(5)列报告了两个样本期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

果,控制了国别固定效应。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回归

结果显示,商品贸易在全样本期内都对海军优先级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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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世界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

1950—1980年 1981—2011年

(1) (2) (3) (4) (5) (6)

Pool Fe 2SLS Pool Fe 2SLS

商品贸易
-0.392*** -0.210*** -0.401*** -0.236*** -0.183*** -0.225***

(-9.58) (-5.38) (-9.67) (-3.32) (-3.67) (-3.14)

能源贸易
-0.060 0.077 -0.056 0.120** 0.033 0.119**

(-1.41) (1.46) (-1.32) (2.01) (0.55) (2.00)

关系亲近度×
美国海军优先级

-0.382*** -0.047 -0.377*** 0.038 0.082 0.042

(-3.48) (-0.50) (-3.43) (0.23) (0.70) (0.26)

经济实力
0.071 -0.102 0.069 0.094*** 0.043 0.098***

(1.52) (-1.18) (1.47) (3.58) (0.93) (3.71)

工业能力
0.040* 0.019* 0.040* 0.090*** 0.039* 0.088***

(1.75) (1.69) (1.73) (2.87) (1.86) (2.82)

政治制度
0.033*** -0.002 0.033*** -0.042*** -0.007 -0.043***

(4.26) (-0.25) (4.22) (-5.13) (-0.87) (-5.19)

军事冲突
-0.006 -0.003 -0.006 0.022 0.005 0.022

(-0.46) (-0.35) (-0.46) (0.99) (0.40) (0.99)

海岸线特征
-0.002* -0.005 -0.002* -0.004** -0.004 -0.004**

(-1.91) (-1.39) (-1.89) (-2.47) (-0.77) (-2.50)

常数项
5.350*** 3.337*** 5.434*** 2.376*** 2.735*** 2.297***

(14.61) (7.47) (14.70) (4.35) (6.00) (4.17)

样本量 1266 1266 1259 1471 1471 1464

R2 0.183 0.180 0.130 0.130

R2_within 0.038 0.057

D-W-H
 

Test
6.94 5.20

{0.029} {0.031}

Sargan
 

Test
 5.032 3.577

{0.376} {0.458}

  注:(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括号(
 

)内为t值;括号{
 

}内为p 值,***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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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贸易和平论”观点相吻合,海上冲突会对海洋运输渠道和国际贸易

活动造成严重破坏,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体量越大,其发生冲突的机会成本

和制裁风险越高,商品贸易可以看作天然的海洋稳定因素。从两期的回归

系数的变化来看,商品贸易的负向作用随时间推移减弱。在混合最小二乘

模型中,负向作用由0.392降低为0.236,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负向作用由0.

210降低为0.183,该结果反映出各国通过经贸往来获得海上和平的信念在

降低。能源贸易的影响作用在1950—1980年表现为不显著,而在1981—

2011年显著为正。该结果符合现实主义学者对经贸联系后果的预期,国家为

维持重要战略物资稳定供给与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需要以相应的海洋防务实

力来维护能源运输安全和贸易路线畅通。普通商品和能源商品对海军优先级

的影响作用总体反映出海洋空间中现实主义观点的主导性增强。

亲美关系与美国海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符号在1950—1980年样本期显

著为负。由于在1950—1980年样本期美国海军优先级整体提升,说明随着

美国海军优先级提升,与美国关系亲近国选择降低本国海军优先级,采取了

假设3b中的“搭便车”策略。1981—2011年样本期内对美关系因素则不存

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各区域海洋防务战略互动影响

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将在后续区域分组回归中对该点进行更细致考察。

在各控制变量中,国家经济实力在1950—1980年样本期内不显著,而在

1981—2011年样本期内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

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实力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性军种提供了物质基础保障。

以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为例,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更倾向于提升海军优先级,国

家经济实力每增加100%,海军优先级提升0.094。在工业能力方面,两个样

本期内工业能力都对海军优先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工业

能力可通过两类渠道作用于海军发展:第一,钢铁工业生产所需的铁矿石等

原材料大宗物品需要通过海洋运输实现流通,工业发展提高了对海洋运输

和海洋安全的需求;第二,钢铁、化工、冶炼等工业门类作为国防工业和装备

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对完善造船行业产业链结构、促进海军舰船装备建造和

配套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制度在1950—1980年样本期内系数符

号为正,但该系数在1981—2011年样本期内显著为负,这可能与海军具有的

政治和战略属性功能相关,一国更期望通过海洋权力撬动战略利益而非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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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军事冲突,该结果与“民主和平论”观点一致。① 军事冲突因素的影响

作用在各期内均不显著。同时海岸线特征因素则并未如预期般表现出对海

军优先的积极作用,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海岸线条件指标计算方式为

国家和地区海岸线长度比国土和地区面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通常具有更

高的人口数量和更庞大的经济总量,因此出现海岸线比值与海军发展战略

倒挂的情况。

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时,模型估计的一致性

要求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无关的假定成立。然而,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中

的商品贸易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即一方面商品贸易通过“贸易和平论”效

应对军事需求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海洋安全形势会作用于海洋运输通

道稳定和航运价格,进而影响商品需求和贸易总量,这可能会造成反向因果

效应并进一步导致模型不适用。因此,本文选择两期商品贸易滞后变量作

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商品贸易量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通过
 

Durbin-Wu-Hausman检验,分析结果发现两期的检验统计量分

别为6.94和5.20,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商品贸易是外生的原假

设,即商品贸易存在内生性问题。表3第(3)(6)列分别报告了1950—1980
年和1981—2011年样本期内使用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的结果。Sargan
检验结果p 值分别为0.376和0.458,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原假设,

说明工具变量外生。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混合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

在采用工具变量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系数符号与之前结果保持基本一致。

另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使得对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造成偏误,接下来本文

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针对世界不同地区进行分组回归估计。

(二)
 

世界各地区分组回归

为捕捉不同区域因板块和地缘特征差异而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本文将

样本国家按欧洲地区、中东地区、亚洲地区和美洲地区进行分组回归②,结果

如表4所示。

①

②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非洲地区由于样本数量少导致统计学意义降低,因此不单独进行分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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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世
界
主
要
区
域
两
阶
段
最
小
二
乘
回
归
结
果

19
50
—
19
80

年
19
81
—
20
11

年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欧
洲

中
东

亚
洲

美
洲

欧
洲

中
东

亚
洲

 

美
洲

商
品

贸
易

-
0
.2
23

**
*
-
0
.2
54

**
*

-
0
.0
23

-
1
.4
12

**
*
-
0
.2
15

*
-
0
.0
19

**
-
0
.0
68

0
.3
47

*

( -
6
.1
8
)

( -
5
.3
5
)

( -
0
.4
7
)

( -
4
.3
1
)

( -
1
.8
6
)

( -
2
.0
6
)

( -
1
.3
0
)

( 1
.6
7
)

能
源

贸
易

0
.0
12

-
2
.7
45

**
*
0
.2
89

**
*

0
.2
00

0
.0
33

0
.0
88

0
.2
20

**
*

0
.5
79

**
*

( 0
.5
0
)

( -
7
.6
0
)

( 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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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贸易方面,欧洲、中东和美洲地区样本的回归系数符号与世界样

本回归结果总体一致,表现出逐渐弱化的“贸易和平”效应。亚洲地区的海

洋防务战略在两期中均与商品贸易无显著相关性,说明经济利益考量并非

影响亚洲地区海军发展的核心要素。能源贸易对海军发展的作用在亚洲和

美洲地区显著为正;中东地区1950—1980年样本期内能源贸易表现出负向

的影响作用,这说明能源贸易在这一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区域反而成为区域

稳定的重要保障,但该效应在1981—2011年样本期消失。比较经济全球化

因素在两期内的作用情况可以发现,世界主要区域都在海洋防务建设层面

表现出对“贸易和平”信念转弱和对资源外部依赖的担忧。

在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反馈上,各地区分组回归后表现出明显的地

区性差异。欧洲和亚洲亲美国家表现出与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显著相关

性,中东和美洲地区与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相关性则较弱。1950—1980年,

欧洲国家亲美关系与海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此阶段美国海军优

先级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说明欧洲国家海军优先级随美国海军优先级的提

升而提升,且与美国政治关系越亲近的国家对美国海洋防务战略的追随越

紧密。该结果符合假设3a预期,欧洲地区亲美国家在此期间采取了“责任分

担/风险对冲”的海洋防务战略。这一原因可能在于,二战结束后欧洲地区

亲美国家面临来自苏联的庞大军事压力,需要在联合美国的同时尽力维持

自身防务力量以与苏联抗衡。亚洲地区在1950—1980年亲美关系与美国海

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即随着美国海军优先级的提升,亚洲亲美国

家降低了自身海军发展优先级。这是由于该时期亚洲地区发生的几场局部冲

突以陆地和空中战场为主,海洋地缘环境相对稳定,亲美国家主要依靠美国维

护海上集体安全利益,这与假设3b预期的“搭便车”海洋防务战略一致。

1981—2011年,欧洲地区海洋防务策略依然与美国策略具有极强的正

相关性,这符合假设3d中的“战略跟随”策略预期:美国在“由海向陆”的战

略思想指导下下调海军优先级,而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面临的非法移民、宗

教冲突、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欧洲亲美国家基

于对自身非核心利益的共识选择普遍降低其海军优先级。同时,中东和亚

洲地区该系数符号由不显著转为负向,结合该时间段内美国海军优先级的

下降趋势,可以看出两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亲美国家反而提高了对海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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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侧重程度,由过去的“搭便车”转变为“自力更生”。在面临美国海军防

务战略收缩的情况下,通过提升本国海军建设优先等级来主动承担起区域

海洋防务责任以抵抗区域海上风险因素,这种策略选择也反映出相关国家

对美国地区存在和能力施展的质疑。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战略跟随”和

“搭便车”策略通常出现在区域地缘政治环境稳定的背景下,随着区域地缘政

治博弈复杂化,亲美国家将在海洋防务问题上降低对外部依赖性,增强战略主

动性。冷战初期的欧洲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亚洲海洋防务策略都在谋求更

强的海上自主应对能力。目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与海上军事实力的

增强,部分周边国家担忧美国无法保证其利益诉求,可能将为维护自身利益和

平衡中国实力加强军事部署和海上能力建设,亚洲海上局势将进一步复杂化。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为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在

同方差和无自相关性的假定下最为有效,如果扰动项存在异方差或者自相

关,则广义矩估计方法更有效。因此,笔者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广义矩估计

方法对世界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中的第(1)(3)列。第二种

稳健性检验方法为调整样本容量。由于中国是除美国外在经济、贸易和海

军军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为避免离群点对模型精度的影响,因此将

中国排除后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回归,两期回归结果分别在表5的第(2)(4)

列中报告。通过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表3进行比较发现,商品贸易、能源贸

易、亲美关系与美国海军优先级交乘项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前者相似,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950—1980年 1981—2011年

(1) (2) (3) (4)

GMM 2SLS(exc.CHN) GMM 2SLS(exc.CHN)

商品贸易
-0.410*** -0.406*** -0.230*** -0.235***

(-9.77) (-9.96) (-3.73) (-3.83)



148  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

续表

1950—1980年 1981—2011年

(1) (2) (3) (4)

GMM 2SLS(exc.CHN) GMM 2SLS(exc.CHN)

能源贸易
-0.071 -0.060 0.102** 0.066

(-1.46) (-1.19) (2.01) (1.23)

关系亲近度×
美国海军优先级

-0.343*** -0.359*** -0.051 -0.068

(-3.22) (-3.45) (-0.32) (-0.43)

经济实力
0.096*** 0.077*** 0.089*** 0.086**

(4.72) (3.56) (2.58) (2.48)

工业能力
0.044* 0.045** 0.072** 0.082**

(1.84) (1.97) (2.26) (2.51)

政治制度
0.031*** 0.035*** -0.039*** -0.040***

(3.58) (3.81) (-4.43) (-4.53)

军事冲突
-0.005 -0.005 0.018 0.018

(-0.44) (-0.42) (0.78) (0.81)

海岸线特征
-0.002*** -0.002*** -0.003*** -0.003***

(-3.05) (-2.90) (-3.73) (-3.38)

常数项
5.569*** 5.465*** 2.520*** 2.635***

(12.39) (12.82) (5.29) (5.50)

样本量 1266 1204 1471 1402

R2 0.183 0.183 0.116 0.120

D-W-H
 

Test
7.20 4.36 5.67 8.154

{0.037} {0.008} {0.042} {0.024}

Hansen
 

Test
13.95 5.70

{0.343} {0.108}

Sargan
 

Test
4.13 3.26

{0.251) {0.290}

  注:(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
 

括号(
 

)内为t值;括号{}内为p 值,***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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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与启示

随着二战结束,世界主题由战争与冲突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在美国

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冷战后各国经贸依存度加深,经济全球化进程加

速推进。海洋作为超越传统地缘关系的战略高点,已成为国家间博弈与战

略布局的关键竞技场。本文基于世界海军军力数据,通过构建海军优先级

指标,系统分析了二战结束后世界海洋防务战略的演化态势和制定逻辑,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欧美传统海军强国的海军优先水平整体下降,而

亚洲地区海军优先性稳步提升,海军建设已在国防事务中处于优先发展地

位。(二)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分析发现,商品贸易因素和能源贸易因

素分别对海军发展的优先性发挥负向和正向影响;随时间推移,经济联系带

来的稳定效应减弱,而安全利益驱动的风险效应提升,海洋空间的现实主义

色彩增强。(三)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下,欧洲和亚洲地区国家海洋

防务战略制定与美国的战略安排具有显著相关性。1950—1980年欧洲地区

亲美国家选择了“责任分担/风险对冲”战略,亚洲亲美国家选择“搭便车”战

略;1980—2011年,欧洲地区亲美国家海洋防务战略转变为“战略跟随”,亚

洲地区亲美国家则选择了“自力更生”。整体来看,亲美国家对美国海洋防

务战略的依附性随区域海洋地缘政治平稳化加强,随区域海洋地缘政治复

杂化减弱。另外,上述结论为中国海洋防务问题分析和战略发展带来如下

启示。

首先,需要辩证看待欧美强势海军力量相对衰落这一趋势。在欧美经

济长期保持低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海军建设和部署耗资巨大,海军战略收

缩是各国受财政支出紧张影响的被动表现。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发展海军

力量、实现海上作战能力赶超和跨越的有利条件。同时,需要认识到,2015
年前后美国海军开始“重返制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联合行动不

断增强在亚太区域的地区存在。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加大部署和干预力

度,个体国家海军相对实力的衰落并不能减轻中国面临的海上军事压力,美

国等国“合纵”后的海军联合行动优势会给中国海上安全保障和利益维护制

造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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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前世界海洋防务总体呈现现实主义色彩渐强的态势,这包括亚

欧地区贸易稳定效应的减弱以及能源安全风险意识的增强。伴随中国在全

球经贸合作中地位的提升,无论是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推进“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新型贸易通道,中国需要在不依赖“经济依存和平”的战略认知

下推动现代化海军建设,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拥有一支强大海军,可以实现

陆基武器系统无法触及的海上国防安全需求,阻止各类针对海洋贸易通道

的破坏,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航道安全。

最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内部在议题偏好上具有差异,在海洋防务问

题处理方式上存在摇摆。根据现有实证结果,各国通常在海洋地缘政治问

题复杂时期降低对美国海洋防务的依附性。虽然样本数据仅更新至2011
年,但基于近年来全球海上地缘政治现实特征,可以预期未来欧洲地区防务

重心将进一步向陆地转移。在各国自主维护本国利益的逻辑下,海上小范

围的军备竞赛将会持续,中国需要做好全面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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